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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摊丁入地中的群体性事件研究 

—以浙江、湖北为例 

薛理禹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 要】清代中叶的摊丁入地，减轻无地少地百姓的负担，同时减轻基层征缴丁银的压力，得到基层官吏和广

大百姓的支持拥护，其施行大体是顺利的，成功的，然而在某些地区，由于有产阶层（尤其是士绅）的大力抵制，

加剧了阶层对立，抑或是官府摊派方式不当，增加了部分百姓的负担，造成社会普遍不满，甚至成为引发社会群体

性事件的导火索。评价“摊丁入地”的成败，不仅要着眼“摊不摊”的问题，还须关注“如何摊”的问题，方能获

得全面客观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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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摊丁入地”是经济史上的重要事件，丁银摊入地亩田赋，不仅意味着税赋的简化，而且标志着自然人从此以后不再

作为纳税客体。以往关于摊丁入地的研究成果很多，大多侧重于这一改革在制度上的衍变历程和取消按丁征银对社会的进步意

义，而对于不同的摊丁入地方式带来的不同结果，以及当时官僚集团内部和不同阶层民众对于摊丁入地改革的具体应对态度，

相关的考察并不多见。
①
而这些，恰恰是摊丁入地过程的重要环节。清代中叶的摊丁入地，总体上减轻无地少地百姓的负担，同

时减轻基层征缴丁银的压力，得到基层官吏和广大百姓的支持拥护，其施行是顺利的，成功的，然而在局部地区，摊丁入地却

引发了社会不满，甚至成为触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摊丁入地引起的社会不满，南北方各地的缘由各有不同，北方省份主要是源自有产阶层（尤其是士绅）的大力抵制，而南

方省份除了士绅阶层的抵制外，某些地区则是由于摊派方式不当，增加了部分百姓的负担而引发普遍反对。评价“摊丁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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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败，不仅要着眼“摊不摊”的问题，还须关注“如何摊”的问题，方能获得全面客观的研究结果。 

雍正年间，浙江和湖北两省因摊丁入地均发生了社会群体性事件，其中湖北为此还引发总督和巡抚的论争，情节耐人寻味。

笔者拟从史料，尤其是档案资料着手，关注当时社会各个阶层对于摊丁入地的不同态度，阐述分析局部地区因摊丁入地引发的

社会冲突乃至群体性事件，从而全面地看待摊丁入地问题。 

一、浙江的摊丁入地 

（一）浙江早期的摊丁入地与官绅抵制 

浙江早在明代晚期和清初，就有许多县份试行“照粮起丁”或“照田地起丁”，颇受百姓欢迎。然而，将丁银转移到土地上，

增加了丁少地多的大中土地所有者的负担，自然引发这一阶层的强烈不满，尤其是一部分士绅，本出身富裕多产的家庭，且往

往在获得功名后滥用特权，通过包揽诡寄等不法手段将亲族的地产纳入名下，成为田连阡陌的地主，从而也是摊丁入地首当其

冲的“受害者”。他们利用其在乡土的政治威信和舆论影响，竭力反对摊丁入地。如康熙中期，宁波府鄞县筹划将丁粮并入田税

时，士绅仇兆鳌带头反对，“言：‘杨炎两税已合租庸为一，后世又加口率之赋，今又并丁于田，后来得无别增力役以病民乎？’

是时无田之民利于更法，群聚兆鳌宅，毁其外墙，而持议不少变。”①该县的这一计划终究胎死腹中。 

州县推行摊丁入地，不仅要顶住士绅的抵制，也必须面对部分上级官员的反对。康熙四十年任浙江布政使，次年升任浙江

巡抚的赵申乔，坚持反对摊丁入地，其《丁粮不宜从田起赋详》中写道：“浙省近来各州县竟不从人起丁，而从田起丁。人不纳

丁，则户多脱漏，田复有丁，则赋多加派，虽或便于顽民，实有悖于国法，更不知其将来造册老壮之姓名果否一无虚捏。倘欲

按籍而稽之，恐亦不能尽举亡是公以对矣。虽曰相沿已久，一时难反，然而从田从粮在各州县因循调剂，或可不问，若更欲随

同附和，则实非本司之所敢妄参末议也。”②赵申乔反对摊丁入地的理由主要在于，照田粮起丁与清廷制定的人丁编审规则不符，

且丁银与具体人丁脱钩，将影响到户籍造册的准确性。赵申乔的论断，单纯从法律层面与户籍管理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完全

没有考虑到无地贫民的负担与基层丁银征缴的烦扰。且浙江的许多州县改行照田粮起丁已非一日，官民两便，无法重走回头路，

赵申乔也深知这一点，便本着“往事不可谏，来事犹可追”的精神，旨在阻止新的摊丁入地行为。当时，“宁波黠民倡照地摊丁

之说，与巨室相持，申乔草片檄谕之，无敢哗者”。③但赵申乔在任时间不长，其调离之后，不断有新的州县改行照田粮起丁的

措施，到康熙末年，浙江 77个县份中，27个县份“照粮起丁”，22个州县“照田起丁”，两者占到总数的近 2/3。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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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康熙六十年分杭、处等十一府属清编旧额人丁滋生增益人丁总数文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第 320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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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丁银在总的地丁钱粮税收中所占比例较低的州县，在康熙末年大都已完成摊丁入地，而仍旧沿用照人起丁

方式的县份，丁银在地丁税收中所占比例往往较高。如表 1 所示的杭州府情况，仁和、钱塘、临安这三个照人起丁的县份，丁

银米占地丁钱粮的比重恰为该府前三位。仁和、钱塘二县，尽管是省会所在，人口稠密，经济繁荣，但由于长期以来丁银在税

收中比例高，负担重，加上与前述鄞县类似，士绅地主汇集，势力庞大，造成摊丁入地阻力多，难度大，因此始终未能实行，

待到雍正年间全省推广摊丁入地时，终究触发了严重的风波。 

（二）雍正年间浙江全省的摊丁入地与社会反响 

浙江摊丁入地的成功，是巡抚李卫多方促成的。李卫于雍正三年十月接任浙江巡抚，在此之前，巡抚法海已开始筹划全省

的摊丁入地。田多丁少的士绅和富裕地主由于税负加重，对摊丁入地极其不满。他们的抵制已不单纯是康熙年间早先的口诛笔

伐，而是付诸于更为激烈的抵制行动，以图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迫使官府收回成命。“乃有田多丁少之土棍，蠹惑百余人齐集

巡抚衙门喊叫拦阻摊丁”。
①当时巡抚法海“惊慌失措，即令官员劝散，暂缓均摊之意”，以求息事宁人。然而事与愿违，一旦士

绅和富民的愿望得到满足，反过来无地贫民的利益则要落空。既然“会哭的小孩有奶吃”，“及后又被有丁无田、情愿均摊者窥

破伎俩，复聚集乡民围辕炒闹。更甚有一班门面丁差，亦为效尤，从此开端，聚众更迭而起，毫无忌惮。”自此，杭州府城频繁

发生旨在要求或反对摊丁入地的请愿、示威、罢市等群体性事件，官府处于两股利益针锋相对的势力冲突的风口浪尖，顾此失

彼，进退两难，社会秩序深受影响。即便法海离任后，在甘国奎与福敏署理浙江巡抚期间，官府并无针对摊丁入地的实质性对

策，风波仍旧未能平息。是否在浙江推行摊丁入地，如何应对和平息摊丁入地引发的社会动荡，是李卫上任伊始亟待解决的一

大难题。 

当时，摊丁入地已在直隶等多个省份全面推行，事实上也已得到清廷的支持肯定。作为大势所趋，李卫继任浙江巡抚，势

必要把摊丁入地贯彻落实。面对矛盾尖锐的双方，李卫“出示开导，召集城乡老民面谕，着令听候编审，务使均平，不致偏累”。

当时双方“欣然乐从，无复缠扰”，在一段时期之内市面恢复平静。然而，反对摊丁者并未放弃抗争，新的事端正在酝酿之中。 

按照李卫的奏报，雍正四年七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届浙江乡试之期，全省应试举子云集省会应考。士绅金济路借此时机，

收买指使闻尚德等一干闲散人员进城前往钱塘县衙，知县秦炌到任不久，不熟悉当地情况，未能加以妥善处置。闻尚德等人遂

“将沿街铺面抛掷瓦泥，勒令罢市”，多方制造事端，杭州知府、钱塘知县对此举止失措，事态骤然扩大，波及城北的仁和县。

巡抚李卫只得亲自调动文武官员，严辞警告闹事者，同时以武力将闹事者强行驱逐出城，勒令解散，并抓获闻尚德等首要分子，

事态方才平息。
②
李卫上奏清廷，要求严惩幕后指使策动这起事件的士绅，防止应考举子群起响应，胁迫官府阻挠摊丁入地。 

李卫的举措得到朝廷的肯定，同时浙江士绅的种种行为触怒了清廷，是年十一月，清世宗下诏停止浙江士子参加乡、会试。

此事给该省士绅造成重大打击，其对抗官府的势头因之大大削弱，摊丁入地方在全省得以顺利推广。 

（三）从“摊不摊”到“如何摊” 

“摊不摊”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是“如何摊”的问题。浙江的摊丁入地以州县为单位，将该县丁银或摊入该县田赋，或

摊入该县地亩，各州县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特点灵活把握，因此效果较好。即使个别州县在摊丁入地过程中发现问题，也易于作

出相应调整。 

仁和、钱塘两县相对于杭州府其他县份而言，丁银在地丁钱粮中比重偏大，摊征难度较高。雍正四年摊丁入地伊始，两县

地方官计划“以乡丁摊于田地，市丁摊于市房”，然而却引发民众的诸多纠纷和不满，难以实施。之后，“绅衿里民公同会议，

                                                           
 ①浙江巡抚李卫奏浙江摊丁入地事，雍正四年八月初二日奏，载《朱批谕旨》卷 174 之 2，《钦定四库全书》第 423 册，第 50 

页。以下士绅煽动闹事，反对摊丁入地的史料，均出于此。清代摊丁入地中的群体性事件研究。 

②拿获闻尚德一事，见闽浙总督高其倬奏浙江摊丁入地事，雍正四年九月初二日奏，载《朱批谕旨》卷 176 之 5，《钦定四库

全书》第 423 册，第 739-7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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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二县乡市人丁无论田地山荡屋基均匀摊纳”。此外，在士绅地主的鼓动下，又规定“其租户完租者每亩米加二升，银加二分，

以助产主完丁之费”，从而将地主土地上的加征丁银转嫁给佃户。李卫在批准这一方案的同时，意识到两县丁多地少，摊丁入地

后田赋加征丁银较重，如此对中下层的自耕农和佃农尤为不利。这时，李卫在处理钱塘江沿岸的许村、钱清两盐场争讼涨出沙

地一案中，发现大片的沿江涨出沙地为当地势力非法占有，私行转租佃户开垦收租牟利，李卫获得灵感，当即下令将这批涨出

沙地收归官有，令承垦佃户向官府领取执照，“将从前原纳租息酌议折减，每旧有租一钱止以六分五厘征收，折净租银约计六千

两零，除扣完已报升科草地课银五百一十五两三钱五分零外，尚有五千四百余两。查仁和市丁粮银二千六百六十一两零，钱塘

市丁粮银二千六百五十六两零，与此数适足相抵。„„其仁、钱二县亦于雍正六年起止将乡丁钱粮照额匀摊于田地山荡之内完

纳，毋庸并摊市丁。”
①这样，摊丁入地引发的种种矛盾最终圆满解决。 

又如淳安县“乡市丁口钱粮从前原系丁摊于田，口摊于地基山塘，分别征输，由来已久”，后署理知县钱人麟改行“无论乡

市丁口按粮均摊”，规则虽然简化，但因“人丁额重，口银额轻”，变更之后“在田多富户反而减轻额银，而止有地山之无力贫

民骤加重额，不无苦累，舆情未协”，在多次申请后，最终于乾隆二年由督抚上疏朝廷，“仍循丁口分派之旧例，以除偏累”，重

新改回照田起丁的老办法。
②
 

诚然，摊丁入地直接触及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利益，在总的税收额度不变的前提下，必然是一部分人负担减轻的同时，另一

部分人负担加重。衡量摊丁入地的可行性，要着眼于是否能够提升税负公平性与合理性，是否有助于提高官府的行政效能，是

否能促进社会的稳定。只有客观上达到这一目标，方可对其作出肯定的评价。事实上，并非所有的摊丁入地，都促进了税负的

公平性与合理性，因为除了“摊不摊”的问题之外，“如何摊”的问题同样至关重要，后者处理不好，摊丁入地的效果可能大打

折扣，甚至适得其反。在浙江完成摊丁入地的数年后，湖北也开始推广摊丁入地，也因此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但与浙江

不同的是，动乱并非出于士绅的阻挠，而是源于摊派方式的不当。 

二、湖北的摊丁入地 

（一）总督迈柱与摊丁入地的实施 

湖北通省的摊丁入地发生于雍正七年。是年，湖广总督迈柱上疏称，“武、郧等九府州共计人丁四十五万三千四十三丁零，

应征丁银一十二万五千八百六十四两九钱八分零，合计通省民赋更名条饷等项共银九十七万八百八两一钱零，以通省丁银均匀

摊入，每钱粮一两合摊丁银一钱二分九厘有零。又武昌等十卫所共征人丁银一百四十三两八钱，以通省成熟屯银四万八千七百

二十八两二钱零摊派，每两该征银二厘九毫零，请自雍正七年为始，照通省摊匀数目造册征收”，
③
获清廷批准。 

在上述题本中又提到“湖北丁银止天门一县随田起丁”，与事实颇有出入。据史料记载，雍正之前，襄阳卫、麻城、沔阳州、

罗田、郧西等不少地方都已“丁从地起”或“丁随粮派”。
④
 

在雍正朝，迈柱与摊丁入地可谓有着不解之缘。雍正元年，担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的迈柱上疏清廷，指出“各省田亩，富户

地多丁少，贫民地少丁多，田赋征收不均。嗣后若将丁粮均摊入亩征收，既便于完纳田赋，且于贫民有利”，请求推广摊丁入地。

                                                           
①乾隆《浙江通志》卷 71《户口》一。 

②档案：大学士兼管浙江总督巡抚嵇曾筠谨题为苦乐不均等事，乾隆二年十月二十八日题，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内阁大库藏，

档案号：055711-001。 

③档案：总理户部事务和硕怡亲王允祥等题准湖北武郧等府州自本年为始丁银照通省摊匀数目征收本，雍正七年三月初六日，

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户科》（5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 495 页。 

④乾隆《襄阳府志》卷 12《赋役志·丁赋》；康熙《麻城县志》卷 3《民物志·变乱》、卷 4《赋役志·徭役》；光绪《沔阳州

志》卷 4《食货志·田赋》；光绪《罗田县志》卷 4《政典志·民赋》；奏折：陈奏管见二条折，雍正元年二月初十日秦国龙奏，

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编，1977，第 1 辑第 81 页。 

⑤山东道监察御史迈柱奏请摊丁入亩折，雍正元年二月初九日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

书社，1993 年，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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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而他本人第一次主持摊丁入地，是雍正五年署理江西巡抚时，“将江西通省丁银俱摊入通省地银之内，通计雍正五年分地粮同

随漕并带征本折匠班等款共编银一百七十二万六千三百三十三两四钱，丁口共银一十八万一千八百一十九两八钱，以现在之丁

银摊入现在地银之内，每两不过带征丁银一钱五厘。” 

比较江西与湖北的摊丁入地，可以发现方式上完全一样，即通省民丁银均摊入通省民田田赋，通省屯丁银均摊入通省屯田

田赋。除此两省外，通省均摊的方式还行之于直隶、山东、陕西、云南等省，大多位于北方，而南方各省则多系以州县为单位，

分别进行均摊。就后者而言，摊丁入地后，一州一县的地丁赋税总额并无消长，无地少地而多丁的人家负担减轻，而田多丁少

者负担加重，此消彼长，无非是州县内部赋税负担的重新分配。而通省均摊意义就不同了，此消彼长的不仅是州县内部不同纳

税人的负担，各州县的赋税总量也随之增减。那些原本丁银重、田赋轻的州县，在通省均摊中得到实惠，总的地丁钱粮减轻了，

无地少地的穷丁免缴丁银自然欢喜不说，殷实富户土地上摊征的丁银为数较少，也容易接受。反过来，原本丁银轻，田赋重的

州县，通省均摊的话就吃了亏，本已沉重的田赋进一步加重，田多者自不必说，中小自耕农的田赋负担也骤然增加，往往接近

甚至超过以往的丁银负担。地主将摊征的丁银以加租的方式转嫁给佃农，使其也难以享受到摊丁入地的好处。 

首推通省均摊的直隶巡抚李维钧，是依据直隶当地实际情况经慎重考虑实施的，他奏称“以直属人丁请按地亩均摊，原因

北五府地圈丁留，民多偏累起见，仰荷圣恩俞允，臣悉心筹度，如此五府所属以本处丁粮摊入本处地粮之内，则粮必倍增，有

地者亦属苦累，是以酌议通省均摊。”
①且直隶等北方省份各州县田赋负担尚无畸重畸轻之别，丁银通省均摊在缓解原本丁银沉

重的州县负担的同时，对其他州县影响尚不甚大。但南方省份因自然条件和历史原因，各州县田赋丁银负担原本轻重不一，以

江南为例，长江以北州县丁银重而田赋较轻，长江以南州县丁银轻但田赋颇重，若丁银通省均摊，势必前者获益而后者受损，

造成新的税负不公平、不合理。迈柱不知所以然，图省事方便，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将北方经验生搬硬套到南方省份，未免举

措失当，必然导致湖北部分州县因税负骤增，引发民众普遍不满，摊丁入地后不久安陆府钟祥县便爆发了民变。 

（二）钟祥民变与督抚之争 

钟祥民变爆发于雍正九年三月，按照总督迈柱的陈奏，“楚省南北民风刁悍，动辄聚众抗官，今据安陆府钟祥县详报，该县

武生董建勋连年抗粮，通详褫革羁禁，突有利河、罗小两乡奸民约会抗粮，如有私完拆屋罚钱，纠众于三月十六日聚于何家集，

声言至城围署，当即拿获柳廷柱并听约同行之胡国士等十名。据柳廷柱供报，张东周、龙定一、徐云臣、柳宗尧为首，系董建

勋梭拨抗官等情，臣即批司转饬严拿未获各犯究拟去后，随据报已将张东周等拿获，其迫胁之人俱即散去。”
②
清世宗对士绅煽

动舆情，挟持官府的行为向来深恶痛绝，朱批“此等刁恶风习自当一一执法惩究，尤贵平日不时访察化导于早也”，对地方官的

举措表示肯定和赞许。 

在清廷和总督迈柱看来，这起事件无非是一起普通的士绅聚众抗粮闹事的事件，当时并未加以重视。然而，随着新任湖北

巡抚王士俊的介入，这起事件的真相被加以曝光和重新解读，从而引发了有关摊丁入地的督抚之争。 

王士俊在当时以廉政与敢言著称，雍正初年在河南任州县官时曾为减免税赋与巡抚田文镜据理力争，后在广东任职时革除

苛敛陋规，揭发署理巡抚阿克敦等人的不法行为。雍正九年升任湖北巡抚后不久，他将自己获悉和归纳的钟祥民变的发生原因

和事实经过密奏朝廷，所奏与早先迈柱的奏报大相径庭。 

在王士俊看来，首先，钟祥县爆发民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合理的丁银通省均摊方式，“武昌等四十二州县减丁银一万八千

九百二十八两八钱零摊入江夏等一十九州县之内，照粮加增，各州县有额丁本多，加增者止有数十两并数百两，及千两、二千

两以上者，民间已多赔累”。钟祥县原本“丁少粮重”，原征丁银二千四百余两，摊丁入地后加征丁银竟达三千五百多两，远远

                                                           
 ①档案：直隶巡抚李维钧题为降谕允准直属各地摊丁入亩士民恭谢天恩本，雍正二年三月十二日，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

正朝内阁六科史书·户科》（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 195 页。 

②湖广总督迈柱雍正九年四月初一日奏，载《朱批谕旨》卷 213 之 4，《钦定四库全书》第 425 册，第 124-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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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旧额，百姓不堪重负，方才激出事端。王士俊对钟祥县的民众怀有深切的同情，“无怪钟民抵死不完以致激成民变，总由从

前经理错误，以至于此”，将矛头直接对准失当的摊丁入地方式。其次，王士俊直指钟祥知县王世经事前罔顾民生，事发时无端

镇压，事后歪曲媚功的罪责。“上年九月通县民人群至县堂公缴农具，求请详豁。今年三月内县差下乡催征加丁银两，而通县一

十三乡百姓复于城东武当宫地方聚众呼吁。知县王世经并不委曲劝谕，为民请命，竟知会城守率领兵役出城捕捉，众皆惊惶奔

走，彼处桥窄人众，坠水死者一百余人。该县随以聚众抗粮通详题究，至今尚未审结。”显而易见，王士俊在揭发王知县罪责的

背后，间接指出总督迈柱等人对钟祥事件失于核查、偏听偏信乃至包庇纵容的失职行为。王士俊最后提出两项处理对策，一是

纠正丁银摊征方式，“以各州县之丁银归各州县随田完纳”，改通省均摊为各州县自行均摊，二是对钟祥知县王世经依法惩办，“县

官身在地方，不能抚驭，以致毙命多人，亦不能稍为宽假也”。
① 

这份奏折中事理明晰，言辞恳切，分析入理，然而并未引起清世宗的认真对待，批语是“与督臣迈柱会商妥确，具题请旨

可也”。观点针锋相对的督抚要“会商妥确”，要么是总督迈柱承认以往举措的失当，要么是巡抚王士俊放弃自己的主张，看来

任何一方都是难以做到的。一场督抚之争，就此开演了。 

约半年后，湖北按察使唐继祖将钟祥事件的处理结果上奏朝廷，观点与王士俊近乎对立。唐继祖奏本中对以往摊丁入地给

钟祥百姓增添的困苦只是以“丁赋偏苦之处准于楚省新垦地亩摊销”一笔带过，认为丁赋过重仅是“奸民”的闹事借口。对于

这次民变，仍然将为首参与者定性为聚众闹事并预谋攻击县衙、挟持官吏的“奸党”、“奸民”，严加惩处。而对于知县王世经，

唐继祖等则试图加以开脱，如认为参与者中有人“怀挟石子干粮等物”，就可以证明民众图谋“入城围署”，这显然并不充分确

凿；将被官兵追赶落水溺亡的百姓说成“并非安业良民”，从而赋予武力镇压的正当性，亦属强词夺理。对于王知县事前对百姓

诉求置若罔闻，民变发生之初也毫无积极对策，唐继祖等无法掩饰遮盖，竟以“若因奸民聚众抗官，将县令一并究处，诚恐无

知愚民犹谓将来官吏顾惜考成，不敢安撄众怒逞刁效尤”的荒唐理由试图推迟弹劾，实则是拖延时间，等待风声过后再行放纵

的包庇之举。
②
唐继祖等的处理结果显然是与王士俊的提议针锋相对的，非常容易令人猜想到总督迈柱在幕后的操纵指使，以这

样的处理结果肯定以往在湖北和江西摊丁入地的成果，全力捍卫迈柱的既得政绩。 

迈柱对丁银通省均摊的政绩全力维护的同时，王士俊也尽力说服清廷纠正摊丁方式。数日之后，王士俊再次就摊丁入地之

事上奏清廷，其中提到，其前一次奏请，清世宗令督抚“会商妥确，具题请旨”，但迈柱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抢先上奏，声称

“楚省查照直隶等省均摊已有二年，不便因钟祥一县一二奸民纷更”。迈柱在朝中得到支持，丁银通省均摊得以维持，对于加征

丁银畸重的部分州县，迈柱和阁臣们无法全然回避，采取的对策是“将楚省更名丁重之处俟五年编审时于首垦升科粮内逐渐均

摊”，设想随着屯垦升科土地越来越多，原有土地上负担的加征丁银将越来越少，最终完全抵消。王士俊强调“各州县之地亩科

则上下原有各异，则各州县之民人丁口多寡自难强同，今乃不论各州县原额丁数之多寡而一概均摊，则有一邑而忽然增额者，

即有一邑而忽然减额者。增者民有加派之怨而官不顾，减者吏有私征之弊而民不知，此之谓不均”，摊丁入地实施两年以来，加

征丁银“挂欠累累”，加丁的十九州县“人人含怨”，即便钟祥一县聚集请愿者绝非王世经、迈柱所称的仅两乡之人，而是“当

日通县人民齐集，非止利河、罗小二乡，迨后获犯系此二乡之人，该县王世经遂硬坐二乡以抗粮之罪。其实通省不便，固不特

钟祥一邑为然也。”阁臣拟定的对策，王士俊认为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指出“五年十年之间，地方官即竭力劝垦升科，未必遽

增一十四万六千三百余两之田粮可以概行摊减，即或果可均摊，而此五年十年之中现在摊赔已属重困，况逐渐均摊，则参差不

齐，后先不一，同为赤子，仍未免有不均之叹”。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须从纠正丁银的摊征方式着手，改通省均摊为各州县

自行均摊。 

对于丁银的摊征方式，决定权归根到底在清廷，而非地方督抚。在王士俊第二份关于摊丁入地问题的奏折上呈后不到一个

月，经过阁臣议奏，清廷做出了有关湖北摊丁入地和钟祥民变的最终处理决定。鄂尔泰等阁臣的立场完全站在迈柱、唐继祖等

人一边。在其看来，“江夏等十九州县增银一万八千余两，武昌等四十二州县减银一万八千余两。增加之数合计虽多，而逐县细

                                                           
 ①湖北巡抚王士俊奏为据实密奏事，雍正九年十二月初六日奏，载《朱批谕旨》卷 73 之 4，《钦定四库全书》第 419 册，第 

309-310 页。 

②档案：湖北按察使唐继祖奏明县官失职未行定拟缘由本，雍正十年闰五月初八日，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台北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卷册：A005-011，第 29379-293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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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则数十两、数百两者居半，千两内外者居半，行之二年，俱遵输纳”，如钟祥县这样增银较多，奸民抗阻造成完税困难的仅是

极端个例。鄂尔泰等还强调，以新垦升科地亩的田赋抵消加征丁银，并非王士俊所谓“减免无期”，而是“楚省荒地甚多，地方

官实力劝垦，则一万八千余两之数，数年即可报满”，同时提议暂时对钟祥等处的赋税“多方抚恤，少缓催比，于奏销时声明将

该县考成从宽酌议，或查明欠项实系无力完纳，再密请圣恩量加蠲免，似觉妥协”。对于钟祥民变，除了惩办首要分子外，对于

知县王世经的处理意见，鄂尔泰等完全依照唐继祖的奏请，并未立即追究其相关责任，“俟此案结后另行查报严参”。至此，这

场督抚之争以总督迈柱获得朝廷支持而宣告结束，湖北的丁银摊征方式并未改变。巡抚王士俊的努力，仅换来清廷对部分州县

积欠的加征丁银的宽免。 

然而总督迈柱尚不愿就此罢休，不久之后，他又上疏奏请朝廷不必考虑钟祥等地赋税欠额的缓限和宽免。迈柱以获胜者的

姿态，宣扬湖北丁银通省均摊“行之颇有成效”，指责巡抚王士俊“初到湖北，未悉民情，因二三土棍抗阻之案，遂倡立己见，

谓丁银不宜通省均摊，请归各州县随田完纳„„不论民之淳顽，不察官之勤惰，以均丁良法为强加，以抗粮聚众为重累，以通

省民情乐输为人人含怨，臣实不解”。迈柱进一步提出，自摊丁入地以来，加征丁银的州县中，多数都能如期完纳赋税，少数州

县未完赋税，或因为“俗弊民顽”，或由于“地处低洼，从前收成歉薄”，总之与加征丁银并无关系。鉴于钟祥等县未完赋税“俱

系零星尾欠”，且年成丰收，故请求清廷无需考虑赋税欠额的缓限和宽免。 

这份奏折中充斥着迈柱对王士俊的恶意中伤，对本人政绩的刻意美化和对客观事实的不当曲解。部分加征丁银的州县如期

完纳赋税，可以表明州县官员勤于催缴，而根本不能说明民众乐于完纳，单凭钟祥民变，足可反映百姓对加征丁银的不满，这

是无可辩驳的。沔阳州积欠赋税达三万余两，其余钟祥等县拖欠的税银少则七百余两，多则三千余两，远非“零星尾欠”，虽说

包含积欠田赋在内，并非全属加征丁银，但无法否认加征丁银使原本艰难的税赋征缴更为雪上加霜。迈柱出于一己私心，企图

刈除王士俊努力取得的哪怕一点成果，全然不顾民生民意。《清史稿》中称赞“迈柱督湖广数年，声绩显著”，然而，就摊丁入

地一事而言，无论是其才干，还是品行，都不能说是没有问题的。 

（三）丁银通省均摊弊端的最终解决 

督抚之争以迈柱获胜告终，不久，王士俊解任回京，后升任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以后几年，湖北在迈柱治理下，一直维

持丁银通省均摊的办法。正如王士俊当年所料，新垦升科地亩为数有限，加征丁银悉数抵消遥遥无期，加丁州县民众不堪重负，

怨声载道。雍正十三年，迈柱离任回京，次年，新登基的清高宗发布了上谕：“江夏等十九州县摊纳之重丁，原经廷议，俟有升

科丁银可以渐次摊抵，则输纳可得其平。今朕闻得，原垦之荒颇多不实，则摊抵之期一时难必。念此十九州县独受重丁之苦，

输纳维艰，朕心深为轸恤。今仰体皇考子惠元元之圣心，将江夏等十九州县未经摊減之丁银八千三百（两）有奇，自乾隆二年

为始全行豁免。” 

加征丁银或已抵消，或得豁免，江夏等十九县的民众终究摆脱了前总督迈柱带给他们的重负。其后，“乾隆四年奉汇将江夏

等十九州县于钦奉恩诏等事案内题准，应征原额丁银各就本州县情形各归各项摊征。”湖北的摊丁入地在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

后，终究步入正轨。 

三、结语 

清代中叶的摊丁入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诚然，当时不同的社会阶层，出于自身利益，对于摊丁入地的态度是迥然不同

的。摊丁入地减轻贫苦百姓的纳税负担，同时缓解基层征缴丁银的压力，因而赢得了广大无地少地民众和州县官员的热烈拥护。

相反，地主阶层（包括其中的官僚士绅）因摊丁入地致使税负增加，士绅还因此丧失优免特权，他们往往对此持反对、抵制的

态度，甚至制造事端，胁迫官府终止摊丁入地。但丁银与人丁脱钩，与土地挂钩，是大势所趋。 

通过对具体事件的研究，笔者需要指出，摊丁入地的推行，必须立足于当地实际的社会经济状况，选取适合的丁银摊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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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才能真正实现改革的功效。李卫在浙江实施摊丁入地获得成功，除了坚持原则，坚决消除士绅的负面干扰外，立足实际状

况不断改进丁银摊征方式，尽力减轻摊丁入地给中下层自耕农和佃农增加的负担，也是其关键原因。而相反，教条式地照搬别

处经验，搞一刀切的丁银摊征，难免制造出新的税负不公平，不合理，进而将大批本应作为拥护者的百姓推到对立面，使改革

成果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湖广总督迈柱在湖北推行摊丁入地引发钟祥民变，就是极好的例证和教训。当然，迈柱推行摊

丁入地的初衷，也可能并非真正关心民生，而是迎合上意，创造个人政绩。那么，此类为摊丁入地而摊丁入地的行为，酿成灾

难性的后果，就更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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